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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been
debated for a long time. The author, through analyses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stratigraphy of the
Hongwu site, argues that the main Hongwu discoveries are tiles and white porcelain, while the so- called
white-and-blue porcelain or underglaze red of Hongwu should have dated to the Yongle period. Furthermore,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Hongwu- period burials shows that the white- and- blue porcelain and
underglaze red porcelain of the Yuan Dynasty style was continuously in use, till a major shift at the end of
the Hongwu period. Therefore, the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 may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35th year of the
Hongwu period or at then end of the Hongwu period.
Keywords: Hongwu, blue and white, underglaze red，Yongle

摘要：关于景德镇明清御窑厂设立时间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通过御窑厂遗址历年所发现的相关洪武遗迹和地

层年代的重新研究，发现这里的洪武遗存主要是以各类建筑材料和白瓷制品为主，而所谓的“洪武”青花和釉里

红瓷器的年代可能已晚至明永乐时期。通过已有洪武墓葬的系统梳理发现，元代青花和釉里红风格的器物在洪武

早中期仍在一直沿用，直到洪武末期才开始发生重要转变。因此，景德镇御窑厂可能设立于“洪武三十五年或洪

武末年”。

关键词：洪武；御窑厂；青花；釉里红；永乐

景德镇明“洪武”瓷器的思考与分析

吉笃学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广东 深圳 518002

明清御窑厂遗址位于景德镇市珠山之南北，

其东至中华北路，西至东司岭，北至斗富弄，南

及珠山中路，总占地面积约5.43万平方米，是我

国明清时期著名的皇家御用瓷器烧造窑场所在。

关于它的设立时间，学界聚讼已久，主要有“洪

武二年（1369年）说”［1］、“洪武三十五年（1402
年）或洪武末年说”［2］和“宣德说”［3］等多种说

法。近年，随着“永乐年制”款瓷器的发现，大

家逐渐将目光聚焦在前两种观点，但依旧难以统

一。

从史料来看，清乾隆七年（1742年）的《浮

梁县志·建置·厂署》记载：“御器厂建于里仁

都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

用。”［4］清嘉庆二年（1815年）的《景德镇陶录》

写到：“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

监督烧造解京。”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重

建敕封万硕师主佑陶庙碑记》却记载：“我朝洪

武末，始建御器厂。”［5］万历年间陆万垓补修的

《江西省大志·陶书·建置》亦记载：“洪武三十

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厂一所。”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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祯十年（1637年）的《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

记》也记到：“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

为御器厂。”［6］此外清代的汪汲和朱琰也持此说。

由此可见，文献记载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仅从

记录的时间推断，“洪武三十五年或洪武末年

说”似更合理。

由于明代人称现在明清御窑厂遗址所在的窑

场为御器厂，而清代人除此之外还称之为御窑

厂。为了避免混淆，依该遗址的考古学命名，本

文统一称其为御窑厂。

从考古资料来看，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自 20世纪 70年代末期便开始了抢救性考古清理

工作，揭露出大量元、明之际的遗物，起初称其

为“洪武或元末明初瓷器”［7］。直到 1994年，御

厂东院出土的第一类器物因“器胎厚重、器型硕

大，其料色灰淡，画笔劲健……器底普遍呈橙黄

色”而被确认为是“波普所说的洪武瓷”［8］，并

推论“洪武二年说”可信。然而，北京大学等单

位 2002-2004年［9］和 2014年［10］对御窑厂的考古

发掘却“未发现洪武时期的遗迹，仅有一些推测

是洪武时期的遗物在晚期地层中出土……洪武末

年以前，在今御窑厂范围内的主要区域，均未发

现具有官作性质的洪武时期的遗存”，“表明明代

御器厂的建立时间最有可能是在洪武末年，即洪

武三十五年”［11］。可见，不同时期的考古发掘也

分别得出与文献相应的认识。

这里的考古工作出现的两种与文献相应的不

同认识着实令人不解，是为“洪武之惑”。因为

从本质上讲，“照第二种说法，推断出洪武时期

无瓷器；现在一般认可第一种说法，那么，就应

当有大量洪武时的瓷器遗存”［12］。洪武到底有无

瓷器，它的真实面貌如何呢？因此，对御窑厂洪

武相关遗存的系统梳理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 发现与研究回顾

1956 年，美国学者波普 （John Alexander
Pope）就从伊朗阿德比尔神庙（Ardebril shrine）
的藏品中分离出洪武瓷器［13］（图一），由此揭开

了洪武瓷器发现与研究的序幕。1962年，台北故

宫博物院主编的《故宫藏瓷·明釉里红》一书中

也将故宫部分藏品确定为洪武［14］。1973年，英国

学者玛格瑞特·麦特丽（Margaret Medley）从美

术考古学的视角分辨出一些洪武瓷器，并认为其

年代可能为 1385- 1390 年至 1405 年或 1410 年
［15］。1976年，南京博物院的张浦生等把南京玉带

河中发现的一部分遗物确定为洪武［16］。从研究方

法来看，以上均属于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并

未提及地层学依据。因此，波普很快便意识到这

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因为他所确定的三件“洪

武”瓷中就有两件瓷盘 （编号 29.271和 29.272）
带有宣德款 （图一：1，2），另一件盘 （编号

29.274）（图一：3）则与景德镇永乐时期的青花

盘［17］（图二）相似，也就是说，当年波普所确定

的“洪武”瓷很可能是永乐、宣德时期的遗物。

1994年御厂东院发现的第一类器物是考古学

上首批确认为洪武时期的遗物。依据地层关系，

这里的第一类器物所在的地层叠压在洪武地层之

上，永乐地层之下，可能属于洪武时期。然而，

根据器物的共存关系，“遗憾的是我们所说的第

一类‘明初官窑瓷器’与第二类‘永乐官窑瓷

1 2

3
图一 波普从伊朗阿德比尔神庙藏品中认定的洪武瓷器

1-2. 宣德款青花盘 3. 青花葡萄纹盘正反面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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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混杂堆积在一起，尽管我们的发掘工作做得

比较细致，也没有在这些瓷片中发现叠压关系”［18］。

这里“存在有毁弃永乐作品后再于其上弃置前代

洪武时期标本的令人费解现象”［19］。由此可见，

第一、二类器物既存在地层上的叠压关系，又存

在遗物间的共存关系。所以，这里的考古地层关

系实际上并不能为该类遗存年代的确立提供令人

信服的地层证据。

综上，无论是早期的类型学方法，还是后来

的考古地层学研究，事实上均无法明确地证明这

类遗存的年代是洪武时期。本文拟从明清御窑厂

遗址已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两方面入手，对现有的

洪武相关遗存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建立其基

本文化面貌，明确它与所谓的“洪武”青花和釉

里红瓷器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梳理洪武纪年

墓葬的方式希望有助于证实地层分析的结果。

二 考古遗迹

1979年以来，明清御窑厂遗址区共有 10个

地点发现有洪武相关的遗存［20］，主要包括2处考

古遗迹和8处考古地层堆积。（图三）这里的2处
考古遗迹主要包括窑炉［21］和墙体 （02JYⅠQ1、
15 号墙和 2017 年发掘的围墙 Q1 ［22］）。其中，

2002-2004年的窑炉和墙体均叠压于明代宣德层

之下，说明其应早于宣德时期，但属洪武抑或永

乐尚无法判断。

1. 窑炉

这里发现的七座窑炉位于珠山北麓，窑头均

朝西，尾朝东，排列整齐，并且均叠压于探方

03JYⅠT0403⑩和 04JYⅠT0404⑥ （均为宣德

层）等红色土层之下。在 04JYⅠY6窑室前沿挡

土墙的砌筑材料中有较多的明代洪武时期烧制的

板瓦，护窑墙中还砌有一块明代永乐时期的白瓷

砖。Y5的窑床面上残留着一件永乐釉里红壶流，

Y4上出土永乐甜白釉刻“厨”字铭盘［23］。

从遗迹本身来讲，窑炉 04JYⅠY6的前沿挡

土墙中使用了洪武时期的板瓦，“但并不代表这

些窑炉就曾烧造过洪武瓷”［24］，而其护窑墙中砌

筑的白瓷砖则表明其更可能是永乐时期。另外，

根据窑床上遗留的永乐釉里红壶流和甜白釉盘

可知，至少以窑炉Y5和Y4为代表的遗迹的废弃

时间可能是永乐时期。因此，“洪武时期的窑炉

在何处，至今尚未能从考古发现中找到任何线

索”［25］。

2. 御窑厂的围墙

（1） 02JYⅠQ1和15号墙体遗迹

墙体 02JYⅠQ1基本呈东西走向，开口于宣

德层02JYⅠT0602③b之下，叠压于元末明初的第

④层之上，可能是御窑厂北围墙的一部分。15号
墙基本为南北走向，它建于元末明初地层之上，

叠压在明代宣德层之下，可能为御窑厂西围墙的

一部分［26］。

（2）御窑厂东北部的龙珠阁Q1
2017年新发现的墙体Q1由东西段和南北段

组成，并于最北端形成大致 90°的拐角。墙体的

主要使用材料是洪武时期的板瓦，也有少量的筒

瓦或匣钵夹杂其间，板瓦之间以黄泥加固。“对

比 2002-2004 年度御窑厂遗址北麓发掘区的墙

体，可知其地层统一，遗迹一致……由此推断Q1
为明代御窑厂遗址的东围墙和北围墙的边界”。

至此，明代早期御窑厂的东、西和北三面的边界

已基本清楚。

图二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1994年出土的永乐青花葡萄纹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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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御窑厂遗址明洪武遗存发现地点示意图

以上三面墙体在建造中均使用了大量的板

瓦。如果板瓦是专用于建筑墙体，那么它与墙

体的建造年代基本相同。但是板瓦的主要功能

是遮盖屋顶，因此，筑墙中使用板瓦就存在建

筑材料二次利用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板瓦的

制作年代与建筑行为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时间

差。其次，尽管 2017年新发现的龙珠阁Q1“附

近出土一块洪武釉里红大碗残片”，但它与墙体

真正的地层关系实际并不明确。由此可见，墙

体所用板瓦和它附近出土的釉里红大碗残片均

无助于确定御窑厂围墙遗迹的真正年代。清道

光《浮梁县志·建置·署衙》记载：“永乐间，

部使祁鸿莅事至厂，建堂曰秉成。立门四，东

曰熙春，南曰阜安，西曰登川，北曰待诏。”［27］

这表明，在明代永乐时期，御窑厂才建造大

堂，围墙设门。因此，以 02JYⅠQ1、15 号墙

体、2017年龙珠阁Q1为代表的三面御窑厂墙体

的年代可能修筑于永乐时期。

以上可知，在御窑厂遗址区，窑炉和围墙所

代表的考古遗迹的年代并不能确认是洪武时期，

相反，更可能是永乐时期。

三 考古地层及出土物

相对于考古遗迹来说，考古地层中的出土物

与地层堆积本身的同时性略弱一些，但无疑也是

判断地层年代的重要依据。根据已有洪武相关的

地层出土物的文化特征与组合关系，我们可将上

述 8个地点的考古地层分为两组。第一组地层以

出土带有铭文的板瓦为主，主要包括1990年龙珠

阁台阶处、1994年御厂东院的第⑦层、1999年御

窑厂西南侧 （东司岭西约 20米处）、2002年的

02JYⅠT0504第③层以及 2016年中华北路原珠山

公安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建筑工地）等地点。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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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地层则主要以明早期青花和釉里红瓷器为

主，包括1979年龙珠阁东墙边、1988年③和④层

之间的夹层、1994年御厂东院的第⑤层、2014年
的TN30W14的第④层［28］等。

1. 地层关系

过去认为以上两组地层中的出土物均是洪武

时期。然而，从已有的诸多发现来看，两组地层

中的遗物通常并不共存。而且，1994年御窑厂东

院的地层关系表明，代表第二组的第⑤层叠压在

代表第一组的第⑦层之上，这说明第二组要晚于

第一组。（图四）尽管上述地层关系可以证明这

两组地层的相对年代，但是目前仅此一例。为避

免“孤证不立”，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两组地层

中遗物的年代。

目前，以上两组地层中均未发现有洪武纪年

的遗物，因此，我们唯有借助一些具有纪年属性

的遗物或者纪年材料来确定这两组地层的年代。

2. 第一组地层的年代

这一组出土有“赵万初”和“建昌府”铭文

板瓦等具有纪年属性的遗物，为该层的年代确定

提供了依据。

（1）“赵万初”铭文板瓦

过去，依据“赵万初”铭文板瓦上的“浮梁

县”、“赵万初”等信息推断出景德镇的洪武地层

“上限不早于洪武二年，下限当在洪武二十年左

右比较恰当”［29］。然而，据（嘉靖）《江西通志》

县丞条下记载：“赵万初，咸阳人。陈登，长乐

人，俱洪武间。”［30］ 清道光版 《浮梁县志》 又

载：“赵万初，咸阳人，洪武二年任。”［31］更早的

明末崇祯时期的《闽书》记到：“（陈）登，字

思孝，洪武三十年以儒士授罗田丞，调兰溪、浮

梁。”［32］由此可知，赵万初于明洪武二年（1369
年）就任浮梁县丞，而其继任者陈登赴任县丞的

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已至洪武末

期。仅据文献推断，赵万初从洪武二年至洪武末

期可能一直是浮梁县丞。因此，以“赵万初”铭

文板瓦所代表的遗物生产时间实际并不只局限于

洪武早中期，而是几乎贯穿于整个洪武时期。那

么，御窑厂遗址中出土有“赵万初”铭文板瓦的

较为单纯的地层可以确定为洪武地层。

（2）“建昌府”铭板瓦

据明正德《建昌府志》记载：“皇明既定，

江南王漙归附。是岁二月，改肇昌府。九月，改

建昌府，领治县四，曰南城、曰南丰、曰新城、

曰广昌。”［33］ 建昌府建置始于洪武二年九月之

后，带有“建昌府”铭板瓦的时间应不会早于此

年。结合永乐时期再无墨书板瓦的旁证，似可推

得“建昌府”铭文板瓦的地层可能也是洪武时

期。

进一步考察“赵万初”和“建昌府”等铭文

板瓦与其他器物的共存关系后发现，御窑厂遗址

洪武地层主要是以各类瓷砖、水管、滴水、瓦当

和板瓦等各类建筑构件为主。如 1990年龙珠阁

台阶处发现大量建筑瓷［34］，1994年御厂东院的第

⑦层黄土中夹着许

多瓷瓦，2016 年中

华北路原珠山公安

局出土了较多的建

筑 构 件 等 。 近 年

来，安徽凤阳明中

都遗址发现了与景

德镇几乎完全一样

的“赵万初”铭文

板瓦［35］，也采集到

“浮梁”、“鄱阳县”

和“饶州府”等字图四 1994年明御厂东院出土明洪武、永乐器地层剖面图（据注[8]改绘）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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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板瓦［36］，说明洪武时期御窑厂一带及周围地

区是为大型基本建设工程供应建筑材料的窑场之

一。如果结合江苏南京发现的“临江府新喻县洪

武四年均工夫造”等纪年铭文瓷砖［37］、南京聚宝

山琉璃窑出土的“惟青场作头唐春一、小甲吴

盈”铭文砖［38］，以及安徽当涂县发现的“提调官

游弘毅、作头朱寿、南匠上色祝万三、风火刘季”

铭文板瓦［39］等可知，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所在的窑

厂当时与其他地区在支援工程建设方面似乎并无

特殊之处，它们一起“承担了瓷砖和瓷瓦的烧造

任务，这种任务由中央政府层层下达，并由地方

官吏监造，由当地民窑烧造”［40］。

同时，该层中也出土了一些白瓷制品。如

1990年龙珠阁台阶处发现的白釉印花十字杵大足

盘、1992-1993年发现的白釉把盏，白釉印缠枝

菊纹撇口小盘 ［41］ 以及 2002 年出土的“官用供

器”款白瓷片［42］（02JYⅠT0504③：1）等。这批

白釉制品部分被用作藩王和功臣的墓葬随葬品。

如洪武二十二年 （1389） 江苏南京俞通源墓［43］

和山东济宁鲁荒王墓 ［44］ 等均出土这类白釉瓷

盘。因此，这类白瓷也无疑是洪武时期的遗物。

3. 第二组地层的年代

该组地层中纪年和有定年属性的器物均缺

如，因此，我们只能采取与其他明确纪年材料对

比的方法来确定其年代。

（1）釉里红花卉纹大碗

1994年御窑厂东院九四明珠东二号地出土了

这件釉里红花卉大碗［45］。（图五：1）从地层的叠

压关系上来讲，它出土时覆盖在永乐瓷片之上，

应该与永乐同时或略晚于永乐。从纹饰上来看，

其内底装饰折枝牡丹纹，特别是其中一根枝杈上

初绽的牡丹花常见于“洪武”器物。如景德镇市

陶瓷考古研究所收藏的瓶口，杯形，口、颈间有

小平台，颈部饰与之相似的牡丹花、叶。（图

六：1） 1987年御窑厂东司岭也发现一块类似的

釉里红瓶口瓷片，它的颈部也装饰蕉叶纹，蕉叶

边缘描抹痕迹明显，叶梗线条时断时续，叶脉

模糊不清，它与前述瓶口上的蕉叶画法、布局

以及发色［46］惊人地一致。不同的是，后者仅残

留一片花叶尖角，口沿外有“永乐元（年）……

公庙供养”题记。（图六：2）如果以后者的年代

为依据，我们可以推断出前一瓶口及其所饰的牡

丹纹样的年代也可能是永乐元年前后，因此，该

纹样所在的釉里红花卉纹大碗的年代亦大体与之

相当。另外，同类纹饰也见于费城艺术馆收藏的

青花玉壶春瓶［47］（藏品编号：1952-30-1）。（图

五：2）
（2）釉里红云雷纹碗

宽扁形，侈口，直弧腹，圈足。口沿内侧

和足部均饰云雷纹，碗外腹和内底饰折枝牡丹

纹，内壁绘缠枝菊花纹。（图七）该器在北京四

中［48］、北京故宫南大库［49］以及2014年御窑厂遗

址TN30W14第④层中均有出土。过去报道［50］这

类器物出自于山东鲁荒王墓，因而一直被当作是

洪武时期的标型器。然而，当年的发掘记实［51］和

1

2
图五 御厂东院出土釉里红花卉纹碗与美国费城艺术馆收

藏的青花釉里红瓶上牡丹花纹对比

1. 釉里红花卉大碗 2. 费城艺术馆收藏的青花玉壶春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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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版的考古报告［52］均未提及此物。经多方求证

得知，它是山东省博物馆早年的征集品，而并非

鲁荒王墓随葬品。因此，其年代需重新认识。

从北京四中教学楼群“较浅的地层中偶而还

能捡到个别永乐官窑青花器残片”和“这些瓷片

的年代，早至元代，晚至明代永乐，均为官窑制

品”［53］判断，该地点的遗物也有可能

是永乐时期。而北京故宫南大库出土

物的年代可从北京城的建造历史得到

一些启示。明永乐元年（1403年）改

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开

始筹建北京宫殿城池，永乐十九年

（1421年）正月才大功告成，朝廷这才

宣布正式迁都北京。因此，北京故宫

南大库出土的这件釉里红碗的年代当

不早于永乐四年。

（3）红釉墩子碗

1988年御窑厂东门边一段沟道的

硬土层与白沙层之间发现了这件重要

标本，它“内壁印双角五爪龙纹，底

心刻折带祥云一朵，外壁刻莲瓣纹”。

（图八：1）这里的折带云纹也一度被

看作洪武时期特有的纹饰。然而，永

乐二十二年（1424年）的沐昂将军侧

室邢妙仙墓中有一件类似的碗，“施白

釉，外腹底部阴刻八朵莲瓣；内腹模

印两条龙，微凸，首尾相接；内底阴

刻祥云纹”［54］。（图八：2） 无独有

偶，御窑厂发现的埋藏打碎瓷器的小

坑遗迹 04JYⅣK31中也有相似的白釉

试料碗（04JYⅣK31：2），“变形……

内外壁均施白釉。（图八：3）内壁印

双龙赶珠纹，底刻折带（云）纹，外

壁下部刻三瓣半莲瓣纹”。因该坑里出

土“永乐年制”篆书款釉里红高足

碗，因此，这件白釉试料碗的年代上

限为永乐时期。由此可见，这种内壁

模印龙纹，底饰折带云纹墩子碗的年

代应不早于永乐，并且，除了红、白两

种釉色之外，还发现有黄、黑、蓝［55］等釉色的

碗。因此，该层中与红釉墩子碗共存的釉里红石

榴尊、菊花纹盘等器物也应该是永乐时期。

（4）青花缠枝牡丹纹盘

1994年御窑厂东院出土的青花缠枝牡丹纹

盘，仅残存部分盘壁和底。（图九：1）外壁呈瓜

1

2

1

2 3
图七 釉里红云雷纹碗

1. 曾被误传出于鲁荒王墓 2. 北京四中 3. 北京故宫南大库

图六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收藏的釉里红瓶口与“永乐元□”

款釉里红瓶口的比较

1.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收藏的釉里红瓶口

2. “永乐元□”款釉里红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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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形，底涂火石红色。内底绘八出垂云状开光，

盘心绘明艳的葫芦形叶折枝牡丹花，中间两朵灿

烂盛开，其他三朵则呈蓓蕾初绽状。

永乐八年（1410年），南京明孝陵卫指挥使

萧氏妻王氏墓室中随葬一件青花凤纹缠枝牡丹

梅瓶［56］。（图九：2）小口，溜肩，深腹。胎体

厚重，器底有火石红色。肩部用淡雅的青花料绘

一只展翅欲飞的孔雀，左右两侧的牡丹花与上述

盘上的纹饰非常类似，因此，御窑厂东院出土的

缠枝牡丹折沿盘的年代可能与之接近。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根据地层关系，第二组

地层叠压于第一组地层之上，年代相对较晚。进

一步分析地层中出土物发现，第一组地层以各类

瓦、砖等建筑材料为主，还有少量的白瓷制品，

年代为洪武时期；第二组地层中的青花和釉里红

瓷器的年代实际已进入永乐时期。下面用墓葬材

料来检验以上分析结果是否可靠。

四 墓葬及遗物

据统计，目前发现的洪武墓葬已

达 20多座，出土青花或釉里红瓷器的

纪年墓有 6座。然而，“所谓‘洪武’

官窑瓷特别是青花和釉里红，从未出

现在考古发掘的任何洪武时期的墓葬

中”［57］。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墓葬中

出土的洪武青花或釉里红瓷器与现在

所谓的“洪武”瓷器的差异。

安徽合肥西郊1座出土有“洪武通

宝”铜钱的墓葬中发现一件釉里红盖

罐［58］，这是已知的唯一一座出土釉里

红瓷器并且年代可能为洪武时期的墓

葬。（图一〇：1）然而，有研究认为，

这件釉里红盖罐与高安窖藏中的釉里红

开光花鸟纹罐非常类似［59］，“纹饰风格

却与典型的洪武釉里红有所区别”［60］，

因此，这座洪武墓葬可能还是以元代瓷

器作为随葬器。

5座出土青花瓷器的墓葬主要包括洪

武四年（1371年）的汪兴祖墓［61］、二十一年（1388
年）的俞海通夫人于氏墓［62］、二十五年 （1392
年）的沐英墓［63］、二十八年（1395年）的汤和墓
［64］以及洪武三十年 （1397 年） 的王妙安墓 ［65］

等，这些墓葬分别出土了青花云龙纹高足杯（图

一〇：2）、青花缠枝莲纹梅瓶（图一〇：3）、青

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图一〇：4）、青花兽

耳盖罐（图一〇：5）以及青花花卉纹碗 （图一

一：1）等器物。

关于这批青花瓷器，特别是洪武二十八年及

之前的 4座墓葬中的器物，学界普遍认为它们与

元代青花瓷器难以区分。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

种是洪武墓葬中出土的面貌酷似元青花的器物本

身就是元代的；另一种是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生产

可能并未因元明之交朝代的更迭而骤然中断［66］，

洪武时期依然生产至正型青花［67］，它与元代青花

1 2 3
图八 红釉墩子碗与白釉碗和青花碗的比较

1. 1988年御厂东门中华路第③-④层间的夹层出土的红釉墩子碗 2. 邢妙

仙墓出土的白釉碗 3. 景德镇御窑厂出土的白釉试料碗（04JYⅣK31∶2）

图九 青花盘与梅瓶上的牡丹纹饰比较

1. 1994年御厂东院出土青花盘 2. 南京萧氏妻王氏墓出土青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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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图一一 青花和釉里红瓷器

1. 王妙安墓青花碗 2. 1994年御厂东院出土青花折沿盘 3. 1988年御厂东门中

华北路出土釉里红尊残片 4. 卢芹斋旧藏釉里红执壶

的风格一脉相承，变化不明显。目前，不论是哪

一种情况，均有待证实。以上说明，洪武纪年墓

出土的器物要么是元代的青花或釉里红，要么可

能是但无法确证的洪武时期烧造的青花，但均非

现在所谓的“洪武”瓷器。

值得注意的是，安徽滁州小南庄王妙安墓中

出土的一件青花碗与前面 4座纪年墓中的出土物

区别明显。它呈敞口、圆弧腹、高圈足，碗外腹

部所饰的折枝花主枝左右延伸，上下两侧布满繁

密的花叶。主枝之外还生长出细枝，枝杈处有花

朵，枝头也有花蕾。这种奇特的纹样在元代和洪

武末期之前从未发现。巧合的是，1994年御窑厂

东院出土的青花折沿盘（图一一：2）、1988年御

窑厂东门中华路地点的釉里红石榴尊残片（图一

一：3）以及传世釉里红执壶［68］（图一一：4）等

器物普遍存在同样的花卉纹样，这可能预示着景

德镇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的装饰风格已经悄然生

变，也表明前述第二组地层出土物的某些主要文

化因素的出现时间可能并没

有过去想像得那么早，目前

只能追溯至洪武末期，这与

前面地层的分析结果基本吻

合。由此可见，景德镇的青

花和釉里红瓷器自洪武末期

可能才开始逐渐摆脱元青花

的影响，形成自己独立的体

系与风格，从而开启了景德

镇明清御窑烧造的大幕。

五 结语

通过景德镇御窑厂明洪武相关考古遗迹、地

层和遗物的分析可知，景德镇御窑厂的洪武遗存

主要是各类建筑材料和白瓷制品等，而所谓的

“洪武”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的年代可能已晚至明

永乐时期。这一结果与国内洪武墓葬出土物反映

的情况也比较一致，因此，明代景德镇御窑厂设

立于“洪武三十五年或洪武末年”的依据相对充

分一些。

［1］刘新园. 明代洪武朝にぉける用瓷と景德鎮御器廠設置

年代につぃて［A］//三上次男博士喜寿記念論文集（陶

磁编）［C］.東京：平凡社，1985：129-137；刘新园.

景德镇瓷窑遗址的调查与中国陶瓷史上的几个相关问题

［A］//景德镇出土陶瓷［C］. 香港：香港大学冯平山博

物馆，1992：27-28.

［2］傅振伦. 明朝洪武末设官窑说［J］. 文史，1980（8）；

熊廖. 明代景德镇御器厂始设年代考［J］. 景德镇陶瓷

1 2 3 4 5
图一〇 洪武墓葬出土的釉里红和具有元代青花特征的器物

1. 安徽合肥明墓出土釉里红盖罐 2. 汪兴祖墓青花高足杯 3. 俞海通夫人于氏墓出土青花梅瓶 4. 沐英墓青花梅瓶

5. 汤和墓青花盖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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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报，1984（1）；马希桂、王春城.景德镇御器厂

创烧年代初探［J］. 景德镇陶瓷，1993（1-2）.

［3］（日）佐久间重男.景德镇窑业史研究［M］. 东京：第一

书房，1999：105-117；长谷部乐尔. カラ——中国のゃ

さもの景德镇［M］. 京都：淡交社，1978：118；金沢

阳.元末明初の景德镇官窑成立条件につぃて试考［M］.

出光美术馆研究纪要（四），1998：53-56；王光尧.明

代御器厂的建立［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2）.

［4］李洊德修，汪损等纂.浮梁县志（卷7）［M］//建置志. 乾

隆七年（1742 年）刻本.

［5］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中国古代陶瓷文

献影印集刊（第14辑）［M］.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

有限公司，2012：4424-4425.

［6］熊寥，熊薇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M］.上海：上海文

化出版社，2006：136.

［7］ John Addis：A Group of Underglaze Red ［J］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57 （31）； b. John
Addis： A Group of Underglaze Red- a Postscript ［J］ .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64- 1966
（36） .

［8］刘新园. 景德镇明御厂故址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之

研究 ［A］//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

［C］. 香港：香港市政局艺术馆，1989：21. 文中引用

未作特别说明，均从此注。

［9］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

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江西省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

简报［J］. 文物，2007（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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